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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太祖君臣针对北方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南方政权林立的国内地缘政治特征，制定了 “南北异

术”的处理策略。在北方主要是通过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政策和文臣知军事、文臣

知州事等后续安排以巩固统治，而南方则交替使用军事征服与和平统一的战略以削平诸国，完成统一。

根据不同区域的轻重地位和政治需要，宋初实行了 “中原本位政策”。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据北地、用北

人和承北制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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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９６０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代后周
建立宋朝。由于宋太祖君臣的巧妙措置和妥善应

对，新生的赵宋政权如愿避免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

六个短命王朝，并得以延续三百余年。宋初政权的

成功稳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对于任何一个对

赵宋史事感兴趣的学者来说，都是值得探讨又无可

回避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研

究毕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事业，今天的研究者基于

新的研究条件和研究视野，对传统问题进行新的思

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根据现代政治学的定义，地缘政治是 “政治

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

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

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

系。它是行为体之间通过空间实现的互动关系，以

及互动所构成的政治关系在空间的存在、分布和运

动”。［１］对于宋史学者来说，把地缘政治理论作为

学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引入宋史研究领域，不仅

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本文即拟从这个角度入

手。我们知道，地缘政治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历

史过程中，但以往学界关于宋代地缘政治的考察往



往着眼于北宋或南宋的稳定时期，关注点集中在宋

朝与 “境外”各政权的互动关系，① 忽略了宋代地

缘政治形成期的状况，尤其是宋初的 “境内”地

缘政治。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对宋初地缘关系与现

实政治的互动下南北地域政策的异同及其演变做一

初步探索。限于学识，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地缘与宋初政治

如众所知，继五代而立的北宋，处于唐宋社会

大变革的关键节点，承接了晚唐五代以来纷乱不安

的政治局面和政治遗产，其建国伊始就面临着迥异

于汉唐的国际国内形势。安史之乱以后，有着

“中央帝国”之称的盛唐时代逐渐瓦解，中原王朝

的内外地缘政治结构均由此发生了变化。

安史之乱以后，唐廷基于现实情况和自身统治

的需要而广设藩镇，这一举措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冲击了西魏、北周以来的 “关中—山东”

型地缘政治格局，② 并由此产生彻底的结构性变

化。张国刚先生将唐代中后期藩镇分为河朔割据

型、中原防遏性、边疆御边型和东南财源型四种类

型。［２］根据这一划分标准，结合当时具体的政治形

势，可以将中晚唐的地缘政治结构分为三大块：以

关中为核心的唐廷直接控制区、河北藩镇割据区和

东南财赋供馈区。陈寅恪先生指出： “自安史乱

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

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

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

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

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周孔名教及科举

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３］随着唐末五代的政

治重心东移和经济重心南移，关中地位日益下降，

河南的洛阳、汴京一带成为新的政治核心区域，尤

其是出身于沙陀的代北集团统合了河北道和河东道

以后，［４］１９７－２０５北方地区逐渐凝结出新的统一因素。

而南方地区也因为长达几十年的独立，自成一体。

就当时中国整体的空间形势而言，形成了南北对峙

的地缘政治格局。

北宋建立之初的内外环境，就周边族群而言，

由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而不得不

在河北重兵备御外，对于其他或暂时不接壤，或没

有直接利益冲突的 “外夷”大多无暇顾及，此处

姑且不论。就传统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域而言，

北宋的处境也不容乐观。首先，北宋虽然全盘接受

了后周的疆土，但在开封西北不远的泽、潞和东南

的淮南，分别有怀有二心的实力派军阀昭义节度使

李筠和义成军节度使李重进。其次，河东地区基本

为沙陀集团的刘氏占据，号为北汉，始终与后周—

北宋对峙。再次，南方地区更是政权林立，江南有

李
"

建立的南唐，东南则有吴越和闽 （福建），湖

湘一带有荆南和湖南两块较小的割据势力，四川有

孟氏的后蜀，两广则是刘氏建立的南汉。宋太祖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５］卷９，２０５的感慨，的确道出

了实情。从历史渊源来说，这些区域虽然都有分裂

的倾向，但其性质是不同的。北汉和李筠、李重进

是后汉—后周—北宋权力嬗代过程中残余的内部矛

盾，而南方地区则几乎始终是五代政权鞭长莫及之

处，也就是说宋初的国内地缘政治整体上可分为南

北方两大区域。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把问题的讨论

进一步深入的话，可以看出，除南方政权林立的客

观事实外，北方地区的北汉经 “自高平之败，力竭

气沮”，［６］卷２９２，９６５８－９６５７已经失去了成为北宋边患的实

力。李筠 “素骄易，无谋”，［５］卷１，１３李重进又 “守

薛公之下策……士卒离心……计谋不用。外绝救

援，内乏资粮”，［５］卷１，２７都非腹心之患。唐末五代帝

王频繁更迭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于北宋来说，在其

所承接的北方中国区域范围内，地方上的藩镇割据

和中央禁军里的武将跋扈，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从南北区域角度考察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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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管见所及，相关论著主要有吴晓萍：《略论地缘政治与北宋外交》（《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１２－１６页）；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１７１－
１８３页）；杜文玉：《宋金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史学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第３０－３８页）；于爱华：
《南宋地缘政治关系研究》（云南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０年），等等。

关于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参见李鸿宾：《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西北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９－１３页）；《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人文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第１３５－１４０页）。



政治形势的视角，学界先贤早已有所采用，只是未

明确和当时的国内地缘政治结合起来。比较有代表

性的如裴汝诚和许沛藻两位先生在探讨宋初君臣

“取天下”之志和 “一天下”之策时，极具洞见的

指出：“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政权频频更迭，

战乱不已，……广大南方地区，政权林立”。［７］将

赵宋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的双重困境———藩镇割据和

政权林立，分别归诸南北两大区域，并注意到五代

末期，北方、南方以及西南地区出现了区域统一的

趋势，反映了前辈学者的卓绝史识。可惜的是，由

于文章关注重心的限制，未能在这一方面多加展

开，故今日仍有可发之覆。

二、析 “南北异术”

上文已经指出，由于后盛唐时代的特殊历史背

景，宋初的国内政治形势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块区

域，宋太祖面临的困境也主要根据这两个区域分为

这两个方面。在北方主要是藩镇割据和武将跋扈，

在南方则是政权林立。根据两者不同的情况，宋初

君臣采取了因地措宜的处理方略。换言之，宋初君

臣采取的稳定政权和统一全国的政策，事实上是有

南北方两个面向，这种不同的处理对策可以概括为

“南北异术”。根据问题急切程度而言，稳定政权，

建立起对北方中国的牢固统治，是先于翦平南方诸

政权，实现 “一天下”目标的。不仅如此，前者

还是后者得以实现的政治基础。

北宋代后周而立，其所管辖的地理范围自然以

后周统治区域为基础，但宋太祖君臣面临的政治难

题却不仅有周世宗尚未来得及完全解决的地方藩镇

和中央禁军中的不稳定因素，还需要面对后周残存

的实力军阀的不臣和叛乱。无论是基于地缘政治的

宏观布局，还是 “攘外必先安内”的现实考虑，

宋太祖君臣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底定中原，

而其中第一步正是消除对北宋政权具有一定直接威

胁的李筠与李重进的武装力量。前面已经指出，两

者均非北宋腹心之患，因此宋太祖的措置不过是设

法避免 “二凶并作，分我兵势”，［５］卷１，２４从而得以集

中兵力依次平定。这一目标完成后，更重要的任务

已经摆在宋太祖君臣面前。

彻底消除导致唐末五代政权频繁更迭与地方分

裂的因素，是北宋集权政治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

也是宋初君臣的头等要务。宋太祖对此有着清醒的

认识，因此在诛灭了李筠和李重进的叛乱后，就迫

不及待地召赵普问策：“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

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

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

如？”赵普早已洞悉宋太祖心中所想，知道他必有

此问，胸有成竹地回答道：“陛下之言及此，天地

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

己。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

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５］卷２，４９黄巢之乱

以后政治上的两大患中作为腹心之患的禁兵和作为

肢体之患的藩镇基本都在中国北方，所以解决这两

个问题才是宋初君臣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也构成

了北方战略的核心任务。宋太祖采取赵普之策，首

先是通过 “杯酒释兵权”方式解除了宿将典禁兵

之权，然后通过上述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

其精兵”三大政策等手段逐渐撤罢地方上的藩

镇，［８］除此之外，在中央和地方还分别有文臣知军

事和文臣知州事的后续措施。至于这些战略的具体

实施情况，前人已言之甚详，此不赘述。

宋太祖北方战略的最初打算，还包括攻取北

汉，实现对中原地区的完全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他曾于雪夜访赵普问策，明确表达了自己

“欲下太原”的心愿。赵普以 “太原当西北二边，

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

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无所逃”为由劝

诫，认为应该首先攻取南方各个政权。宋太祖在得

不到赵普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以 “吾意正如此，

特试卿耳”［９］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并适时地调

整政策，从先下太原转为 “先南后北”。终于，在

平定李重进和李筠叛乱后，北宋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基本稳定。宋太祖着手制定了对南方政权进行经营

部署的战略方案：“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

李筠，征维扬，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

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

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

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敌，止在契丹，自开

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

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

实，取之未晚。’”［１０］据此可知，宋太祖对统一战

争的攻伐对象及其先后顺序是有着明确的筹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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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他的计划，首先攻取后蜀，接下来荆、湖和南

汉，最后是南唐。建隆三年 （９６２年），湖南的武
平军节度使周行逢的病逝及其后的张文表叛乱，继

任的周保权遵从其父遗命向宋朝求救，这一突发事

件虽然有些出乎宋太祖预料，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

来看，大体上还是没有打破他的作战计划，反而使

得北宋借机 “假道灭虢”，加速了统一方案的实

施。而从荆南归附的翰林医官穆昭嗣还为宋太祖

“西讨”提供了有关 “蜀中地理”的重要信

息，［５］卷５，１３４可谓意外之得。

这里不妨重新审视宋太祖统一战争的目标和攻

取步骤。笔者认为在宋太祖的计划之中，有几个环

节的安排至关重要，也为我们透露了宋初统一方案

的重要信息。首先，在宋太祖的原本打算中，后蜀

和江南是攻伐的重中之重。而之所以把他们放在进

攻顺序的首尾是有深意的。前揭引文已经表明宋太

祖征讨南方诸政权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解决五代

以来因为 “兵连祸结”而导致的 “帑廪虚竭”的

财政窘状，从而达到 “国用富饶”的目标。后蜀

和南唐正是南方政权中最富庶的区域，史载后蜀

“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１１］南唐

在代吴之际已是 “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

国以富强”。［６］卷２７０，８８３２首先出兵后蜀还因为相对于南

唐来说，后蜀的实力较弱，易于攻取，且四川地区

的财赋和人力也能为接下来的征讨提供物质和兵员

支持。而后蜀、荆、湖和南汉的渐次征服，事实上

也是为了实现对南唐的战略包围，为进攻江南做准

备。其次，我们发现南方政权中的吴越和福建的泉

漳地区本就不是宋太祖的作战对象，这点颇值得玩

味。如果将宋初削平各国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一起

考察，可以看出，宋太祖和宋太宗对不同政权是有

区别对待的。对于实力较强，且又不尊正朔的后

蜀、南汉、北汉和南唐，主要采取军事征服的方

式，而对于实力较弱，且主动臣服的吴越和福建，

则是以和平统一为攻势。① 南唐和荆、湖的情况值

得注意，南唐后主李煜 “虽外示畏服，修飗臣之

礼，而内实缮甲兵，阴为战守计”，［５］卷１３，２８０－２８１且

“江左笼山泽之利，国帑甚富”，［５］卷６，１５８是北宋最为

重要的征服对象。因此，在面对南唐使者徐铉

“事大之礼甚恭敬”的质问和 “乞缓兵以全一邦之

命”的恳求，宋太祖才会口不择言地训斥道：“不

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鼾睡”。［５］卷１６，３５０荆、湖的变乱有些事发突

然，但从北宋的处理方式和不战而降的结果看，宋

太祖对于两地的态度也应是推行和平统一战略的。

学界一般将宋太祖的作战方案称作 “先南后

北”统一战略，并对其利弊得失进行了不懈的探

讨，但大多讨论都局限于战略本身而就事论事。实

际上，“先南后北”统一战略并非一成不变的，其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具体情况的变迁作

出某些调适是再正常不过的。更重要的是，“先南

后北”统一战略是宋初重建政治权威这一整体目

标中的一环，必须结合其他政策做通盘考虑。我们

注意到，在宋初 “一天下”的目标基本实现后，

北方地区所采取的收兵权、文臣知州事等政策仍在

进一步推行，并向南方新征服地区渗透。而军事活

动的重点，则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北汉、契丹和党

项。整体而言，此后的北方战略以政治和军事政策

为重心，南方地区则以安抚民众、收拢财赋以及发

展生产之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为主，仍在一定意义

上呈现出 “南北异术”的倾向。

从宋初集权统一的历史过程看，我们发现，宋

太祖君臣巩固政权和统一中国两个政治目标大体上

是有南北方两个不同面向的。换言之，宋初巩固政

权的举措，如 “稍夺其权，收其精兵，制其钱谷”

三大政策和文臣知军事、文臣知州事等后续安排，

一开始是针对北方地区藩镇割据和武将跋扈的情况

制定的；而统一攻势中的军事征服与和平统一的策

略最初则主要是为了收服南方诸割据政权而采取的

不同方案，这也即笔者提出的 “南北异术”的主

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谓的 “南北异术”

并非绝对，根据具体情形的不同和历史形势的变

迁，这些措施有着某些混溶与转换甚至改变的趋

势。毕竟手段只是其次，最终目标的达成才是宋初

统治者的真正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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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原本位政策

通过对宋初君臣关于南北两大区域采取不同措

施的检讨，可以看出，摆在宋初君臣面前的第一要

务乃是巩固新生的赵宋政权，在此基础上方能进一

步开拓进取，统一中国。这种务实的政治考量和政

策推行其来有自，最重要的是缘于唐末以降帝王频

繁更迭的历史教训，以及继承后唐以来消除混乱重

建统治秩序的努力，尤其是后周世宗的励精图治和

积极进取的对外态势。为行文方便，笔者将这种情

况概括为 “承周鉴唐”。根据宋初政治发展的趋

势，可以进一步归纳出两个历史结论：一是非鉴唐

不足以固宋，二是非承周不足以一统。对于前一结

论，上文已经做了简要论证，学界也从宋初加强皇

权和中央集权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关于后一

结论，前述虽略有涉及，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承周”最直接的一个方面是 “承周之志”，即

继承周世宗统一中国的志向，这也是宋初君臣意图

翦平列国，实现 “一天下”目标的必然要求。但仅

仅提到 “承周之志”远未触及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这里所谓的 “承周”的 “周”并不仅仅是后周的意

思，事实上包括了对五代时期北方中国为重构盛唐

式权威的奋斗成果的继承，而尤其以后周，特别是

周世宗为重要标志。换言之， “承周”也即是 “承

北”，而 “承北”的重要结果是形塑了宋初的 “中

原本位政策”。① 其内容包括据北地、用北人、承北

制三个方面，以下就以这三个方面进行展开来探讨

这一问题。必须指出，笔者这一思路受到了陈苏镇

先生阐释 “承秦立汉”问题的启发。② 有所不同的

是，宋初的社会政治形势远比秦汉之际复杂，宋初

政治的重点也根据后来的历史发展，由 “承北”而

逐渐形成 “中原本位政策”。毛汉光先生早已指出魏

博汴梁一带为北宋建国时的核心区，［１２］但未从宋初历

史的角度进行论证，此处稍加添缀，以证其言不诬。

（一）据北地。晚唐五代时期，经济重心南移

的趋势虽已大大加快，但毕竟尚未完成。［１３］南方各

国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时，正如南汉官员邵廷?所

说，主要由于 “承唐乱，居此五十年，幸中国多

故，干戈不及”。［１４］也同样出于五代朝廷无暇顾及

的缘故，所以南方一些政权———如南唐———虽积极

发展生产，却也只能形成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和政治

军事强国，而缺乏统一中国的条件。中原地区尽管

战乱不断，却仍然在都城汴梁形成了 “北控燕、

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６］卷２８１，９３００

这样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且随着汴河的修浚，

江南的物资也需要北上销售，史称 “淮、浙巨商

贸粮解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１５］这也就意

味着，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不能作为支撑南唐

逐鹿中原的物质基础和财源保障，反而成为了汴京

城市崛起的广阔腹地。有学者从 “地运南趋”的

角度论证五代宋初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和宋太祖

“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正确，并举朱元璋为

例，［１６］似乎是有些以后观前的不当之论。就当时的

历史情形而言，北方依旧拥有政治、军事、经济和

文化上的极大优势。如后周太祖郭威招集流亡、恢

复生产的举措很快就使得以前流亡南方的农民

“襁负而归中土者……凡数十万口”。［１７］因此，继

五代后得以掌控和统治北方中国的宋朝，是具有南

方政权所缺乏的先天优势的。在传统意义上，中原

为正统所在，拥有深厚的舆论基础，是民心之所

向。一些南方割据政权的君主甚至通过臣服中原，

换取五代朝廷的认可和名义上的正当性。况且北宋

的 “据北地”，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对北方地区的

占有，还承袭了周世宗经营天下的形势，这样也就

具备了发起统一战争的主动权。南方政权中一些有

识之士对于 “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

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５］卷４，８４和

“一统海内，其在此乎”［５］卷４，９２的认识，也印证了这

一结论。

（二）用北人。如众所知，学者普遍注意到，

在宋初官员地域构成存在 “北人独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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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笔者这里的 “承北”意思是继承了五代朝廷在北方中国 （中原地区）的经营，为便于行文，简称 “承北”。而

“中原本位政策”里的 “中原”是一个略小于 “北方”的概念，指的是北宋所承接的后周朝廷直接控制区，不包括北汉

以及北方一些藩镇势力较强的周边地区。

相关内容参见陈苏镇：《〈春秋〉与 “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８
－６６页）。



本文将这种现象视为宋初 “中原本位政策”中的

“用北人”政策。为了更加直观和便于分析，现将

《宋史》本传和 《循吏传》人物中的北宋前三朝官

员的地域分布情况制成下表１。

表１　北宋前三朝官员地域分布情况

类别

开
封
府
路

京
西
路

京
东
路

河
北
路

河
东
路

陕
西
路

淮
南
路

两
浙
路

江
东
路

江
西
路

湖
南
路

湖
北
路

福
建
路

广
东
路

广
西
路

成
都
府
路

梓
州
路

利
州
路

夔
州
地

北
方
某
地

南
方
某
地

不
详
地

文臣 １３ １９ ３１ ４６ ７ １７ ２ ５ ７ ３ １ １１ １ １ ６ １ ４

武臣 １４ １４ ６ ５７ ４３ ６ ２ ２ １ ３ ５ １ ２

　　注：１．本表根据程民生先生的 《宋代各地官员数量统计表》制作；２．参见氏著：《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１３２－１３４页。

　　据表１的统计，北宋前三朝文臣共１７８人，其
中北方文臣计 １３６人，约占文臣总数的 ７６４％；
南方文臣计４２人，约占文臣总数的２３６％；武臣
共１５６人，其中北方武臣计１４５人，约占武臣总数
的９２９％；南方武臣计 ９人，约占武臣总数的
５８％。可以看出，无论文臣，还是武臣，北方地
区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

源于宋初对五代官僚体系的全盘沿袭，但具体情况

殆非如此简单。五代时期虽然纷争不断，但经过几

十年的分裂重组，遂在北中国抟成一强力的军事集

团———河北河东集团，宋太祖本身就是此集团的重

要成员。中央朝廷中又始终有通朝仕宦的北方职业

文官系统在政权频迭的情况下，维持着政治的延

续。到后周宋初之际，两大势力逐渐合流，形成了

当时传统中原王朝范围内最为强大的统一力量，宋

初君臣正是趋利避害的利用这一力量取得了集权统

一任务的最终完成。此外，我们还可注意到，河北

地区文武官员在官员总数中的突出地位，毛汉光先

生将这一现象称作后周北宋初叶的 “河北优势”，

认为 “斯亦国史上之一大变局也”，［１８］颇具慧眼。

至于 “河北优势”对宋初政治史的影响，笔者拟

另文探讨，此不具述。随着对诸政权的渐次削平，

众多南方降臣进入宋廷，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则

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根据林煌达先生的研究，

宋初政权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将诸降国有名之士蜫于

馆阁修纂群书，将重要官员遣送至京畿及其附近，

或授予闲缺性质的官职；也有部分担任地方上的幕

职官，或谪官任用。不过随着宋政权和南方诸国降

臣的互动关系的加深，宋廷改变了消极防备性质的

政策，改为积极开放政权的方式，让这些降臣及其

子弟逐渐认同宋政权，并愿意为此政权效命。［１９］但

是，宋初统治者对南方诸国降臣确实存在着对其正

当性的质疑和普遍的不信任与猜防。［２０］这些现实考

虑，也是促成宋初用北人的因素之一。

（三）承北制。陈寅恪先生极具洞见的指出，

就隋唐制度的渊源而论，更多继承的是北魏、北齐

和南朝的梁、陈之制度，而直接与隋唐相关联的西

魏、北周反而影响较微，［２１］北宋的情况却与此大相

径庭。北宋创业伊始也面临着三种制度可供选择：

一为唐制，二为北方五代之制 （简称 “北制”），

三为南方诸国之制 （简称 “南制”）。在这三种制

度中，北宋主要承袭的是北制，其次是唐制，而南

制却基本上无足轻重。以唐宋变革期枢密院为例，

南方诸国的枢密院制度几乎未对唐—五代—北宋前

期的制度演变序列产生太大影响，也缺乏与北宋制

度之间的渊源关系。［２２］究其根本，在于南制的实质

是出于适应地方性统治的需要，对唐制进行的简单

沿袭、损益甚至摒弃，① 缺乏对更大区域的掌控能

力与复杂情况的应对能力，更缺乏成为大一统国家

制度的潜力。换言之，南方诸政权仍是建立在唐朝

节度使体制上的地方统治机构，并没有发展进化成

有望统一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而我们通常所说

的 “宋承唐制”，其实是经五代政权改造了的唐

制，也即北制。朱熹与其弟子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

问题：“或言：‘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

易乱为治。’曰： ‘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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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制度，参见任爽主编 《十国典制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与杜文玉 《五代十国

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每章的 “诸国”部分。



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

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２３］北宋

固然是 “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２４］但之所以

有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北制核心是出于规避唐制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弊端和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

有选择性、目的性地引入藩镇体制去改造唐制，寄

托着五代政权重建中央政府权威和完成再度统一的

期求与努力，能更好地为北宋政权的集权统一服

务。我们知道五代政权基本上都是由藩镇而成为中

央政府，因此能够有效的结合藩镇体制和唐制的长

处，适时地作出调整和不断地进行整合 （尤其是

侍卫亲军的发展），由此逐渐形成了新的权力结

构，此新权力结构奠定了北宋重新统一的基

础。［４］１１２－１８１也正因为北宋主要是承北制，所以在我

们看到的大部分研究唐宋时期制度变迁的论著中，

对十国的情况普遍失于考察也就情有可原了。

上述的据北地、用北人和承北制，构成了宋初

“中原本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北宋以开封为

都城，以北方中原地区为帝国的核心腹地，在此基

础上经营江南，并进一步抗衡契丹辽朝等外族政

权，则是 “中原本位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这种归纳多少有点从后人视角观察追溯的意

味，或许不大能让人信服。好在宋人自己的议论为

笔者关于 “中原本位政策”的理论，提供了一些

坚实可靠的依据，这些议论集中体现在宋初士大夫

奏章中关于 “根本之地”的阐述上。端拱二年

（９８９年）正月，右拾遗、直史馆王禹翶上书陈备
边御戎之策，指出：“今郡县虽多，要荒且远，除

河北备边之外，民力可用者惟东至登、莱，西尽

秦、凤，南抵淮、泗而已。此数十州者，中土之根

本，不可不惜也。”［５］卷３０，６７４这是宋初士大夫对于北

宋 “根本之地”具体区域最为确切的论述，从张

洎所指 “中土之根本”的地域空间来看，我们可

以发现，其基本涵盖了狭义上中原地区的大致范

围。如众所知，隋唐时期主要实行 “关中本位政

策”，国家重心在西北一隅，中原地区在当时虽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却并没有成为核心区域。从

这个层面上来说，“根本之地”的转换，也应是唐

宋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

四、余论

本文从地缘政治和南北政策视角出发，对宋初

集权统一的历史过程进行了一些自己的考察。毋庸

讳言，本文所涉及的事件、使用到的材料，前人都

有不同程度的探讨。不过笔者尝试站在不同的角

度，在广泛吸收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

审视和解读旧史料，以期获取对传统问题的新认

识。基于此，笔者提出了 “南北异术”“中原本位

政策”两个概念，试图用来统摄宋初政治史上的

重要施政方略，同时认为这些方略处在不断地变化

更新过程中。随着宋太宗朝以后 “守内虚外”政

策的推行，北宋的 “中原本位政策”渐次变异，

核心区域收缩并越来越集中于京师开封周围。如宋

真宗咸平二年 （９９９年）十二月，赵安仁上言说

道：“京师，天下之根本也。”［５］卷４５，９７８此后，虽不时

有臣僚强调 “河北为天下根本”①，但多是出于对

宋王朝长治久安的考虑而呼吁重视河北地区边防地

位和加强军事训练的中肯之言，并非当时实情。

宋神宗朝以降，虽以收复燕云地区作为对外政

策的最终目的，但一直以来推行的均是西北积极政

策，河北地区长期处于消极防御状态，武备废弛。

宋徽宗理政之初，张舜民出知定州，上书指出：

“以臣观之，今日河朔之势，正如陕西宝元、康定

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仓猝，不可枝

梧。……又为将者，多是膏梁子弟，……百年之

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

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２５］到宋钦宗即位时，

更是 “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

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故令金人得

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几甸，来无藩

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２６］于是，在 “守内虚

外”政策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缺陷和党争、腐

败、边防体系崩溃以及女真铁骑南下等多重压力

下，北宋最终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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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天圣四年八月辛巳条载王沿疏，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二月乙卯条载富弼言，卷

一六六皇元年三月庚子条载包拯言，以及卷一七皇三年四月乙酉条载王举正言等。



著名法国史家托克维尔曾经指出１８世纪时法
国的人口、经济能量、社会活力、行政事务与权

力等高度集中于首都巴黎，是大革命爆发后旧体

制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２７］同样，在女真攻势下

北宋统治的迅速瓦解，部分原因正在于国家运作

的重心高度集中于京师。当这种地缘建构的缺陷

与政治军事危机合流时，也就造成开封城破即等

于北宋灭亡。因此，逃亡南方的宋高宗君臣，在

长江沿线建立了多个 “独立攻防区”，其后继者

也并未采用汴京时期 “中心—边缘”式的地缘政

治结构，① 虽说这主要是由于 “行在所”临安区

位条件的限制和对重建政府权威过程中政治现状

及战时状态的妥协，但又何尝不是鉴于中原覆败

的惨痛教训的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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